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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如何推进企业高质量生产?
———一个基于公共品实验的研究

姚　 宇　 王　 玮　 黄少安∗

　 　 摘要: 本文将行业生态看作一种公共品进行了实验研究ꎬ结果表明:相比正式

惩罚制度ꎬ正式惩罚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能够显著提高公共品合作水平ꎬ非正

式制度借助内部信息优势提升了对搭便车行为惩罚的指向性、加大了惩罚力度ꎬ并
增加了对公共品投资行为的奖励ꎻ进一步比较非正式制度间差异ꎬ相比正式惩罚与

非正式惩罚结合制度ꎬ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罚 / 奖励结合制度不仅同样可以实现对

搭便车行为的遏制ꎬ还能显著提升被试平均收益ꎮ 因此ꎬ在政府正式监管基础上的

行业协会管理可以有效遏制企业低质量生产冲动ꎬ行业协会合理地搭配奖惩激励

制度对行业发展更为有利ꎮ 本文研究为促进良好行业生态建设ꎬ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启示ꎮ
关键词: 惩罚ꎻ行业生态ꎻ公共品实验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２.９

一、引言

在企业微观层面ꎬ当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难以有效遏制市场主体面对短

期利益的低质量生产冲动ꎮ 特别是当社会正式制度在资源、技术约束下监管有限时ꎬ生产低

质量产品谋求短期利益的经营行为会对以利润最大化为直接追求的企业个体形成强烈吸

引ꎮ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以企业自愿参与为特征的社会组织ꎬ作为市场、企业和政府之外的另

一种经济治理机制(Ｈｏｌｌ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４)ꎬ能否对以上企业低质量生产冲动形成遏制、
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外经济史都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ꎮ 在西欧经济转型中ꎬ德法两国政府赋予行业协

会部分管理职能ꎮ 以德国为例ꎬ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赋予行业协会(如工商业联合会)法
定咨询权与标准制定权ꎬ明确行业协会参与政策协调、行业自律及质量监督的职能ꎬ此类协

同治理有效抑制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柠檬市场”效应ꎬ并通过标准化与声誉机制提升了行

业整体质量(Ｓｔｒｅｅｃｋꎬ １９９２)ꎮ 日本的行业协会在产业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日本的经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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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依赖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协作ꎬ行业协会通过技术标准制定和利益协调推动产业升级

(Ａｏｋｉꎬ１９８８)ꎮ 温州烟具行业的转型案例更具典型性ꎮ １９８０ 年代末至 １９９０ 年代初ꎬ温州烟

具行业经历剧烈波动ꎬ低价竞争导致行业衰退ꎮ １９９３ 年ꎬ在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主导下ꎬ行
业实现了高质量转型ꎬ保持了长期健康发展(余晖ꎬ２００３)ꎮ

行业协会为什么能实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行业协会理

论层面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制度背景下的行业协会制度ꎮ 行业协会功能发挥的机理是通过众

多主体自愿加入的一个社会契约摆脱个别孤立竞争博弈中的“囚徒困境”①ꎬ是通过建立一

种有别于政府正式制度公序的“组织化的私序”进行社会治理ꎮ 行业协会的专业性和信息便

捷性使得这种私序相对于政府公序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ꎮ 因此ꎬ公序的政府监管与私序的

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结合共同作用于市场ꎬ能够形成政策合力ꎬ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②ꎬ实现

对企业低质量生产行为的有效遏制ꎬ从而推动高质量生产(李想、石磊ꎬ２０１４)ꎮ 行业生态不

同于单纯的行业声誉ꎬ它是企业共享的综合经营环境ꎬ包含声誉、知识产权保护、限制低价竞

争等内容ꎮ 作为公共产品ꎬ良好的行业生态能带来行业租金收益ꎬ是企业的共同诉求ꎮ 企业

通过高质量生产营造行业生态ꎬ而良好的行业生态反过来也激励企业坚持高质量生产ꎮ
为了检验以上逻辑分析的正确性ꎬ需要借助实证检验回答以下两个问题:(１)在政府监

管基础上ꎬ以行业协会为主体实施的行业自律的加入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营造良好

的行业生态? (２)为了提升行业协会实施行业自律在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上的效果ꎬ应该如

何对行业协会内部具体的制度安排进行设计? 研究这些问题涉及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和偏

好ꎮ 小样本调查或案例研究难以提供有力证据ꎬ因此ꎬ我们借助实验室公共品实验ꎬ在受控

环境下评估机制与目标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本文在公共品实验中引入正式惩罚制度模拟

现实中政府借助正式监管规制企业低质量生产行为ꎬ引入正式惩罚和管理者实施的非正式

制度模拟现实中政府与行业协会相互配合通过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共同规制企业低质量生

产行为ꎮ 研究发现:相比正式惩罚制度所代表的政府监管ꎬ模拟政府监管与行业协会内生治

理结合的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罚或非正式奖惩结合制度能够显著地提高公共品的合作水

平ꎮ 正式惩罚通过正式地说明哪些企业行为是“正确的”为非正式惩罚提供了行业的行为规

范ꎬ而模拟行业协会的非正式制度则一方面借助内部信息优势在正式惩罚基础上加强了对

搭便车行为的惩罚力度和指向性ꎬ另一方面还增加了向公共品投资行为的奖励ꎻ进一步比较

非正式制度间差异ꎬ研究发现相比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罚结合制度ꎬ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

罚 /奖励结合制度不仅同样可以实现对行业搭便车行为的遏制ꎬ还能显著提升企业利润ꎮ 以

上结论表明在政府正式监管基础上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对遏制企业低质量生产冲动具有有

效性ꎬ在进行自治管理中行业协会合理地搭配奖惩激励制度对行业发展更为有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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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的“囚徒困境”即企业间低质量生产恶性竞争ꎬ恶性竞争的最终结果是行业全部成员受损乃至行

业瓦解ꎮ
本文参考施爱东(２０１０)对学术行业生态的定义ꎬ将行业生态定义为一个行业内流行的经营倾向或被

普遍遵循的经营规则ꎮ 良好的行业生态既需要行业内企业通过高质量生产共同营造ꎬ而其自身也具有抑制

行业内企业低质量生产冲动的功能ꎮ 如果行业生态良好ꎬ消费者将信任该行业产品ꎬ从而“用脚投票”提升

产品需求ꎬ为行业整体带来行业租金ꎻ反之ꎬ若行业生态较差ꎬ消费者将对该行业产生信任危机ꎬ降低需求ꎬ
导致行业租金消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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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以往研究ꎬ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从公共品实验研究来看ꎬ
以往带惩罚的公共品实验领域研究中大多采用单一惩罚方式ꎬ本文将正式惩罚与非正式集

中式惩罚相结合ꎬ丰富了带惩罚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研究ꎻ第二ꎬ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ꎬ本文

为 Ｂｏｗｌｅｓ 和 Ｇｉｎｔｉｓ(２００２)提出的将政府与共同体(本文中为行业协会)相结合以促进社会秩

序有效治理的思想提供了实验支撑ꎬ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治理

体系的完善ꎻ第三ꎬ本文将实验方法用于研究行业协会如何通过激励机制推动企业微观行

为ꎬ构建并验证了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罚 /奖励结合制度的有效性ꎬ揭示了政府监管与行业

自治的互补效应ꎬ为新时代供给侧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微观证据ꎮ

二、文献回顾

行业生态对企业而言类似于自然生态对公众的重要性ꎬ具有典型的公共品属性ꎮ 因此ꎬ
本文通过将政府正式监管和行业自律营造良好行业生态的过程转化为一个包含正式和非正

式惩罚制度的公共品博弈进行研究ꎮ Ｉｓａａｃ 等(１９８４)发现ꎬ随着实验次数增加ꎬ参与者对公

共品的投资逐渐减少ꎬ合作水平降低ꎬ出现 “期数效应”ꎬ即合作在长期内趋于破裂ꎮ
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等(２００１)进一步解释了这种现象ꎬ指出任何群体都由合作者和搭便车者组成ꎬ合
作者在意识到搭便车者存在后ꎬ会减少合作ꎮ 因此ꎬ控制搭便车行为是提高社会合作和效率

的关键ꎬ社会制度设计在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ꎮ
黄斯涅(２０１５)总结了多种遏制搭便车行为以及提高公共品投资水平的机制ꎮ 其中ꎬ社

会惩罚作为反向激励ꎬ有助于威慑违背合作规范的行为ꎬ从而提升合作水平 ( Ｆｅｈｒ ａｎｄ
Ｇäｃｈｔｅｒꎬ ２０００)ꎮ 当合作者具备制裁权力时ꎬ可以惩戒不合作的成员ꎬ进而提高整体投资水

平(Ｆｅｈｒ ａｎｄ Ｇäｃｈｔｅｒꎬ ２００２)ꎮ 公共品博弈中的惩罚机制分为分散式和集中式ꎮ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
(２０１１)发现ꎬ尽管分散式惩罚能促进合作ꎬ但因缺乏协调ꎬ易导致惩罚过度或不足ꎬ降低效率

(Ｏ’Ｇｏ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并可能引发反社会惩罚行为(Ｇäｃ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ꎬ ２０１１)ꎮ 相比

之下ꎬ社会管理更倾向于集中式惩罚ꎬ可分为非正式和正式两种ꎬ以下将对其进行总结与评

述ꎮ
(一)非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

非正式集中式惩罚由第二方实施ꎬ需参与者先上缴管理费ꎬ再以随机、民主等方式选出

惩罚者ꎮ 部分研究(Ｏ’Ｇｏ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Ｎｏｓｅｎｚｏ ａｎｄ Ｓｅｆｔｏｎꎬ ２０１２)
将小组内分散的惩罚权集中于一人ꎮ Ｏ’Ｇｏｒｍａｎ 等(２００９)发现ꎬ这种集中式惩罚虽对投资水

平无显著影响ꎬ但减少了不必要的惩罚ꎬ因而收益高于分散式惩罚ꎮ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等(２０１２)、
Ｎｏｓｅｎｚｏ 和 Ｓｅｆｔｏｎ(２０１２)的实验表明ꎬ集中式惩罚制度下ꎬ投资水平和收益低于非正式分散

式惩罚ꎮ 因管理者需自费惩罚他人ꎬ在社会管理实践中难以维持高管理积极性ꎮ
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ｒｉ 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２０１１)将惩罚主体设为非参与投资的管理者ꎬ且不从公共品中

获益ꎮ 而在行业协会中ꎬ管理者通常兼具成员身份ꎬ参与公共品供给ꎮ 闫佳和章平(２０１６)设
定惩罚执行者为组内成员ꎬ兼任管理者与参与者角色ꎬ并区分随机与投票两种产生方式ꎮ 本

文借鉴其管理者不分离及选举设定ꎬ进一步增加了换届机制ꎮ Ｎｏｓｅｎｚｏ 和 Ｓｅｆｔｏｎ(２０１２)发

现ꎬ无论惩罚者是随机还是选举产生ꎬ都可能滥用权力ꎬ因此在集中式惩罚制度下ꎬ应有机制

来监督和限制这种行为ꎮ 本文增加的换届机制便是对此的约束措施ꎮ 如果管理者在任期内

滥用权力或搭便车ꎬ换届机制使得团队可以重新选举ꎬ且滥用者可能遭遇新任管理者的报复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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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惩罚ꎮ
(二)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

由于非正式集中式惩罚仍然存在着诸如容易滥用惩罚权力等问题ꎬ类似于现实中以法

律法规进行政府监管的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也在研究中广泛展开ꎮ 与非正式集中式惩罚制

度选择真实的个体进行惩罚决策不同ꎬ在正式集中式惩罚中惩罚决策是由一个自动机制进

行的ꎮ
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的基本形式以下面的收益结构表现(Ｔｙｒａｎ ａｎｄ Ｆｅｌｄꎬ２００２)①:

πｉ ＝ Ｅ － Ｘ ｉ ＋ α∑
５

ｊ ＝ １
Ｘ ｊ － ｃ － ｐｓ(Ｅ － Ｘ ｉ) (１)

(１)式中:πｉ 为成员收益ꎻＥ 代表成员获得的初始禀赋ꎬＸ ｉ 代表成员 ｉ 对公共品的投资额ꎬα

为公共品的边际收益率ꎬｊ 为小组成员编号ꎬ α∑
５

ｊ ＝ １
Ｘ ｊ 为成员 ｉ 从公共品中获得的收益ꎬｃ 表示

成员 ｉ 为建立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付出的成本ꎬｐ 为成员 ｉ 被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监控到的

概率ꎬｓ 为惩罚效力ꎬＥ－Ｘ ｉ 表示成员 ｉ 偏离社会最佳状态的程度ꎬ亦即搭便车的程度ꎬ正式集

中式惩罚制度对成员 ｉ 的惩罚往往与成员 ｉ 搭便车的程度成正比ꎮ
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的研究主要探讨非威慑性(ｍｉｌｄ ｌａｗ)是否能提高合作水平ꎮ 学者

们(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３ꎻ Ｇａｌｂｉａｔｉ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ｏｖａꎬ ２０１４)通过 ｃ－ｓ 范式研究中央机构

是否能促使搭便车者转向投资ꎮ 有效威慑仅在 ｐｓ>１－α 时出现ꎬ使该机制的有效性备受质

疑ꎮ 传统法律经济学认为ꎬ法律主要通过物质激励影响行为(Ｐｏｌｉｎｓｋ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ｖｅｌｌꎬ ２０００)ꎬ非
威慑性制度难以改变搭便车倾向ꎮ 然而ꎬ研究表明ꎬ法律不仅依赖激励ꎬ还通过义务感影响

行为ꎮ Ｔｙｌｅｒ(２００６)指出ꎬ法律传递“正义行为” 信号ꎬ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ꎮ Ｇａｌｂｉａｔｉ 和

Ｖｅｒｔｏｖａ(２０１４)发现ꎬ即使没有激励ꎬ义务要求也显著促进了合作ꎮ
本文将正式惩罚制度与非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结合ꎬ以期实现互补ꎮ 正式惩罚制度明

确了正确行为ꎬ为非正式制度中的管理者提供了规范ꎬ使其能更严厉地惩罚违反者ꎬ从而弥

补非正式制度中缺乏规范的不足ꎮ 同时ꎬ非正式制度增强了对搭便车行为的惩罚力度ꎬ弥补

了正式制度中因概率性、温和性而难以形成有效威慑的缺陷ꎮ
(三)文献述评

目前关于公共品博弈中的惩罚制度研究多集中于分散式惩罚ꎬ而集中式惩罚的研究相

对较少ꎮ 在非正式集中式惩罚的研究中ꎬ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ｒｉ 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２０１１)发现选举产生的管

理者效果优于随机产生ꎬ符合行业协会普遍采取选举管理者的实际ꎮ 本文借鉴了闫佳和章

平(２０１６)的选举机制ꎬ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换届安排ꎬ以更贴近行业协会实践ꎮ 此外ꎬ本文调

整了惩罚 /奖励机制ꎬ将惩罚 /奖励倍率比从 １ ∶ １ 改为 １ ∶ ３ꎬ以增强行业内声誉机制对企业

的倍增影响ꎮ
在对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的研究中ꎬ以往实验均采用建立中央机构的方式来模拟政府

监管ꎬ其中监控概率 ｐ 和惩罚效力 ｓ、中央机构的成本、对违反要求的最低投资水平个体进行

的惩罚方式选择均是重要变量ꎮ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工细化和个体契约式资源配置路

径ꎬ使得当前现实生活中维护行业生态的政府监管在资源和信息双向约束下发现违规的概

９５
①此后简称为 ｃ－ｓ 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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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低ꎬ故本文将监控概率设置为低监控概率ꎬ借鉴 Ｇａｌｂｉａｔｉ 和 Ｖｅｒｔｏｖａ(２００８)将要求的最低

投资设置为低义务ꎬ并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法律的补偿性原则将惩罚效力 ｓ 设为低惩罚效

力①ꎮ 中央机构的建立成本设置为 １ꎮ② 考虑到在行业生态的维护中政府监管以惩罚行为发

挥其作用以及根据企业违反法律要求的程度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ꎬ本文选择借鉴 Ｋｕｂｅ 和

Ｔｒａｘｌｅｒ(２０１１)的设定ꎬ仅选择对投资水平低于要求的最低投资水平的成员根据差距进行惩

罚ꎮ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非正式集中式和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本身ꎬ而对不同惩罚制度结合

的研究较少ꎮ 仅有 Ｋｕｂｅ 和 Ｔｒａｘｌｅｒ(２０１１)、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和 Ｇｅｅ(２０１２)、Ｍａｒｋｕｓｓｅｎ 等(２０１４)探讨

了非正式分散式与正式惩罚的结合ꎮ 本文将研究非正式集中式与正式惩罚制度结合ꎬ丰富

此领域ꎮ 本文将定量回答:在政府监管基础上ꎬ行业协会的自律能否有效营造行业生态? 并

探讨如何优化行业协会的制度设计ꎮ 参考周业安和宋紫峰(２０１２)ꎬ本文使用非正式惩罚、非
正式惩罚 /奖励相结合ꎬ以分析哪种组合更能提升合作水平和收益ꎮ

三、实验设计

(一)实验局和参数设计、信息结构

为了探讨上文提出的理论和现实问题ꎬ本文设计了四个以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简称 ＶＣＭ)为基础实验的不同类型的实验局ꎮ③ 四个实

验局的设计思路是以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制度构建逐步发现公共品投资中搭便车行为有效

控制的方法和手段ꎬ并且该制度建构过程能够与行业协会对行业生态管理形成较好的映射ꎬ
其结论能够为行业协会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依据ꎮ 实验局一到四分别为:ＢＴ 局

(基准实验局ꎬ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简称 ＢＴ)、ＦＴ 局(正式惩罚制度实验局ꎬＦｏｒｍ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简称 ＦＴ)、 Ｆ＆ＩＰＴ 局 (正式惩罚 ＋非正式惩罚制度实验局ꎬ Ｆｏｒｍａｌ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简称 Ｆ＆ＩＰＴ)和 Ｆ＆ＩＰＲＴ 局(正式惩罚＋非正式惩罚 /奖励制度实验局ꎬ
Ｆｏｒｍａｌ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Ｒｅｗａｒ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简称 Ｆ＆ＩＰＲＴ)ꎮ 其中ꎬＢＴ 局对应没有制度

的企业自发经营状态ꎬＦＴ 局对应政府不加行业区分、普遍而概率性的外生权力管理状态ꎬ
Ｆ＆ＩＰＴ 局对应政府之外行业协会介入并依靠企业间约定的内生惩罚权力进行管理的状态ꎬ
Ｆ＆ＩＰＲＴ 局则在 Ｆ＆ＩＰＴ 局行业协会惩罚权基础上进一步赋予了行业协会奖励权④ꎮ 本文希

望通过局间两两间比较发现在递进的制度建构中究竟是哪种制度能带来有效的公共品投资

增加? 行业协会制度所形成的这种内生权力对行业生态改善有无意义?

０６

①

②

③
④

尤其是现实中严格的政府监管在某些行业或区域ꎬ由于监管资源的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导致

监管力度相对较弱ꎬ从而难以全面遏制企业的低质量生产行为ꎮ
本文参考 Ｇａｌｂｉａｔｉ 和 Ｖｅｒｔｏｖａ(２００８)ꎬ设定具体实验参数如下:被监控概率 ｐ ＝ １ / １０ꎻ惩罚率 ｓ ＝ １.２ꎻ正

式惩罚制度要求的最低贡献水平为禀赋的 １ / ２ꎬ即 １０ 个财富ꎻ中央机构建立成本人均为 １ 个财富ꎮ
本文采用的基准实验为在实验经济学中被广泛用于研究公共物品的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ꎮ
现实中ꎬ行业协会常通过“评比”和“授牌”等方式奖励企业ꎬ但能否形成有效奖励取决于其公信力和

社会影响力ꎮ 因此ꎬ本文将正式与非正式惩罚结合(Ｆ＆ＩＰＴ 局)视为公信力不足、仅能惩罚而无法有效授牌

的情境模拟ꎻ而正式与非正式奖励 / 惩罚结合(Ｆ＆ＩＰＲＴ 局)则模拟具有公信力、能通过有效授牌进行正向奖

励的情境ꎮ 通过比较这两种制度的实验结果ꎬ本文评估“含金量”授牌的实际效果ꎬ从而说明提升行业协会

公信力的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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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被试间设置(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ꎬ表 １ 为各个实验局的实验处理和相关参数ꎮ 其

中ꎬＦ 表示正式惩罚制度ꎬＦ＆ＩＰ 表示正式惩罚制度＋非正式惩罚制度ꎬＦ＆ＩＰＲ 则表示正式惩

罚制度＋非正式惩罚 /奖励制度ꎮ 由于非正式惩罚需要首先根据 １—５ 期被试行为进行管理

者选举ꎬ为了便于不同实验局之间的数据比较ꎬ因此四个实验局 １—５ 期均设为 ＶＣＭꎮ

　 　 表 １ 　 　 实验处理和相关参数
实验局设定 １—５ 期 ６—２０ 期 被试人数 分组方式 禀赋 ＭＰＣＲ
ＢＴ ＶＣＭ ＶＣＭ ４０
ＦＴ ＶＣＭ Ｆ ４０
Ｆ＆ＩＰＴ ＶＣＭ Ｆ＆ＩＰ ３５
Ｆ＆ＩＰＲＴ ＶＣＭ Ｆ＆ＩＰＲ ４０

５ 人 一 组ꎬ 分
组在实验过程
中保持不变

每组中所有被试均
在每期获得 ２０ 个
财富

０.４

１.基准实验局(ＢＴ)
在基准实验局(ＢＴ)中每 ５ 人在第一期由电脑随机分为 １ 组ꎬ在接下来的 ２０ 轮实验里固

定不变ꎬ均进行标准的 ＶＣＭꎮ 在每一期均给予每个被试 ２０ 个财富ꎬ被试决定如何分配自己

的禀赋ꎬ其可以将禀赋投入私人账户或公共账户ꎮ 投入私人账户的财富只令被试自己有等

额的收益ꎬ不产生任何额外的收益或损失ꎮ 公共账户的边际收益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ꎬ简称 ＭＰＣＲ)为 ０.４ꎬ即任何投入公共账户的财富将在乘以 ２ 后平均分给组内的 ５ 个

人ꎮ
ＢＴ 局中被试 ｉ 每一期的收益为:

πｉ ＝ Ｅ － Ｘ ｉ ＋ α∑
５

ｊ ＝ １
Ｘ ｊ (２)

(２)式中:Ｅ 为初始禀赋ꎬ为 ２０ 个财富ꎻＸ ｉ 为成员 ｉ 向公共品进行的投资额ꎬ０≤Ｘ ｉ≤２０ꎻα 为

公共品的边际收益ꎬ为 ０.４ꎻｊ 为小组成员编号ꎬ∑
５

ｊ ＝ １
Ｘ ｊ 为小组内成员对公共品的投资总额ꎮ

每一期在所有被试均做出投资决策后ꎬ被试可以看到本期自己向公共品的投资额、小组

成员向公共品的投资总额、平均投资额以及本期个人收益ꎮ
２.正式惩罚制度实验局(ＦＴ)
正式惩罚制度实验局(ＦＴ)的前 ５ 期与基准实验局(ＢＴ)一致ꎬ为标准 ＶＣＭꎮ 自第 ６ 期

起ꎬ每期加入正式惩罚制度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标准 ＶＣＭꎬ第二阶段由中央机构进

行监控和惩罚ꎮ 每人有概率 ｐ(０<ｐ<１)被监控ꎮ 若某被试的投资额 Ｘ ｉ 低于要求的 １０ 个财

富ꎬ则支付罚款 ｓ(１０－Ｘ ｉ)ꎻ若达到要求ꎬ则收益不变ꎮ 中央机构的最低投资要求在所有 １５ 期

中保持不变ꎮ
ＦＴ 局中 ６—２０ 期被试 ｉ 每一期的收益为:

πｉ ＝
Ｅ － Ｘｉ ＋ α∑

５

ｊ ＝ １
Ｘｊ － ｃ ｉｆ Ｘｉ ≥１０

Ｅ － Ｘｉ ＋ α∑
５

ｊ ＝ １
Ｘｊ － ｃ － ｐｓ(Ｘ － Ｘｉ) ｉｆ Ｘｉ < １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３)

(３)式中:ｃ 为个人为建立正式惩罚制度付出的成本ꎬ为 １ 个财富ꎻｐ 为被试被中央机构监控

到的概率ꎬ为 １ / １０ꎻｓ 是惩罚水平ꎬ为 １.２ꎻＸ 为要求的最小投资额ꎻＸ－Ｘ ｉ 为被试 ｉ 的实际投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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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与要求的最小投资额之间的差距ꎮ
３.正式惩罚＋非正式惩罚制度实验局(Ｆ＆ＩＰＴ)
在正式惩罚＋非正式惩罚制度实验局(Ｆ＆ＩＰＴ)中ꎬ前 ５ 期与基准实验局(ＢＴ)相同ꎬ为标

准的 ＶＣＭꎮ 第 ６ 至 ２０ 期加入正式＋非正式惩罚制度ꎬ设有最低投资要求的中央惩罚机制ꎬ并
在第 ５、１０、１５ 期末根据前 ５ 期的投资和收益ꎬ通过投票选出管理者ꎮ 每名成员仅可投一票ꎬ
若平票则计算机随机选定ꎮ 选出的管理者在 ６ 至 ２０ 期管理其他成员ꎬ可看到小组成员编号

及前一阶段的投资和收益ꎬ并使用管理费(每人缴纳 ２ 个财富ꎬ共 １０ 个财富)选择最多两名

成员进行惩罚ꎬ惩罚倍率为 １ ∶ ３ꎬ未用完的管理费将平均返还小组成员ꎮ
Ｆ＆ＩＰＴ 局中 ６—２０ 期被试 ｉ 每一期的收益为:

　 πｉ ＝
Ｅ－Ｘ ｉ＋α∑

５

ｊ ＝ １
Ｘ ｊ－ｃ－ｃｏｓｔ－３×ｐｕｎｉ×ｐｕｎｐｏｉｎｔｉ＋(１０－ ∑

５

ｊ ＝ １
ｐｕｎｐｏｉｎｔ ｊ) / ５ ｉｆ Ｘ ｉ≥１０

Ｅ－Ｘ ｉ＋α∑
５

ｊ ＝ １
Ｘ ｊ－ｃ－ｐｓ(Ｘ－Ｘ ｉ)－ｃｏｓｔ－３×ｐｕｎｉ×ｐｕｎｐｏｉｎｔｉ＋(１０－ ∑

５

ｊ ＝ １
ｐｕｎｐｏｉｎｔ ｊ) / ５ ｉｆ Ｘ ｉ<１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４)
(４)式中:ｃｏｓｔ 为被试 ｉ 缴纳的管理费ꎬ为 ２ 个财富ꎻ当被试 ｉ 被管理者惩罚时ꎬｐｕｎｉ ＝ １ꎻ当被

试 ｉ 未被惩罚时ꎬｐｕｎｉ ＝ ０ꎻ ｐｕｎｐｏｉｎｔｉ 是管理者进行惩罚分配的财富值ꎬｐｕｎｐｏｉｎｔｉ∈{０ꎬ１０}ꎮ
４.正式惩罚＋非正式惩罚 / 奖励制度实验局(Ｆ＆ＩＰＲＴ)
正式惩罚＋非正式惩罚 /奖励实验局(Ｆ＆ＩＰＲＴ)和正式惩罚＋非正式惩罚制度实验局

(Ｆ＆ＩＰＴ)基本一致ꎬ变化在于管理者在对小组内成员进行管理时不仅可以使用小组成员缴

纳的 １０ 个财富的管理费对成员进行惩罚ꎬ还可以选择对成员进行奖励ꎬ且惩罚 /奖励的总人

数不能超过 ２ 人ꎮ 惩罚 /奖励倍率均为 １ ∶ ３ꎬ即管理者每分配一个点数用于惩罚 /奖励会给

被试造成 ３ 个财富的损失 /增加ꎬ未使用完的管理费将平均退回小组内的每个成员ꎮ
Ｆ＆ＩＰＲＴ 局中 ６—２０ 期被试 ｉ 每一期的收益为:

πｉ ＝

Ｅ－Ｘ ｉ ＋ α∑
５

ｊ ＝ １
Ｘ ｊ－ｃ－ｃｏｓｔ＋３×ｒｅｗ ｉ×ｒｅｗｐｏｉｎｔｉ－３×ｐｕｎｉ×ｐｕｎｐｏｉｎｔｉ＋

[１０－∑
５

ｊ ＝ １
(ｐｕｎｐｏｉｎｔ ｊ＋ｒｅｗｐｏｉｎｔ ｊ)] / ５ ｉｆ Ｘ ｉ≥１０

Ｅ－Ｘ ｉ＋α∑
５

ｊ ＝ １
Ｘ ｊ－ｃ－ｐｓ(Ｘ－Ｘ ｉ)－ｃｏｓｔ＋３×ｒｅｗ ｉ×ｒｅｗｐｏｉｎｔｉ－３×ｐｕｎｉ×ｐｕｎｐｏｉｎｔｉ＋

[１０－∑
５

ｊ ＝ １
(ｐｕｎｐｏｉｎｔ ｊ＋ｒｅｗｐｏｉｎｔ ｊ)] / ５ ｉｆ Ｘ ｉ<１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５)

(５)式中:当被试 ｉ 被惩罚(奖励)时ꎬｐｕｎｉ(ｒｅｗｉ)＝ １ꎻ当被试 ｉ 未被惩罚(奖励)时ꎬｐｕｎｉ(ｒｅｗｉ)＝
０ꎻｐｕｎｐｏｉｎｔｉ 和 ｒｅｗｐｏｉｎｔｉ 分别是管理者进行惩罚、奖励分配的财富值ꎬｐｕｎｐｏｉｎｔｉ( ｒｅｗｐｏｉｎｔｉ)∈
{０ꎬ１０}ꎬ且 ｐｕｎｉ和 ｒｅｗ ｉ不能同时为 １ꎬ即一个被试在某一期不能同时被管理者惩罚和奖励ꎮ

(二)理论预测

１.标准理性人假设理论预测

在 ＢＴ 的 ６—２０ 期ꎬ标准理性人假设下唯一的纳什均衡是所有被试都不向公共品进行投

资ꎮ 在 ＦＴ 的 ６—２０ 期ꎬ由于正式惩罚制度实施的为非威慑性惩罚ꎬ纳什均衡结果仍然适用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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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的 ６—２０ 期ꎬ非正式制度下选举的管理者不会进行惩罚或奖励ꎬ该制度

无法起到作用ꎬ此时理论预测与 ＦＴ 保持一致ꎮ 综上ꎬ在标准理性人假设下ꎬＢＴ、ＦＴ、Ｆ＆ＩＰＴ、
Ｆ＆ＩＰＲＴ 的 ６—２０ 期被试向公共品的贡献额均为 ０ꎮ

２.结果不平等厌恶模型理论预测

在 Ｆｅｈｒ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９９)的结果不平等厌恶模型中ꎬ被试从公共物品带来的物质收入

中获得效用ꎬ如果他们的收益高于其他群体成员(优势不平等厌恶)或者他们的收入低于其

他群体成员(劣势不平等厌恶)ꎬ他们则会损失效用ꎮ
Ｆｅｈｒ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９９)的模型可以表述为以下形式:

Ｕｉ(π) ＝ πｉ －
εｉ

１ / ｎ∑ｊ≠ｉ
ｍａｘ(πｊ － πｉꎬ０) －

βｉ

１ / ｎ∑ｊ≠ｉ
ｍａｘ(πｉ － πｊꎬ０) (６)

(６)式中:πｉ 表示被试 ｉ 从公共品中获得的物质收益ꎬεｉ 表示被试 ｉ 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ꎬ
０≤βｉ≤１ 表示被试 ｉ 的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ꎬεｉ≥βｉ则表示相比优势不平等被试 ｉ 对劣势不

平等更加厌恶ꎮ
如果被试足够优势不平等厌恶ꎬＢＴ 的 ６—２０ 期被试可能形成一个正的投资额的均衡ꎮ

在 ＦＴ 的 ６—２０ 期ꎬ对于 ε 和 β 的合理分布ꎬ在存在正式惩罚制度的情况下ꎬ具有正投资的均

衡比没有正式惩罚制度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存在ꎮ 原因是一方面该制度的固定成本减少了被

试向私人账户投资的货币回报ꎬ但同时与没有该制度的情况一样不平等的心理却并没有受

到影响ꎮ 在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的 ６—２０ 期ꎬ非正式制度下具有足够强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的

管理者会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ꎬ这种惩罚的威胁会导致被试向公共品进行正的投资ꎬ而且投

资额会高于 ＢＴ 和 ＦＴ 的 ６—２０ 期ꎮ
３.社会人假设下的理论预测

人的亲社会性是社会学基础ꎬ由社会文化环境塑造ꎬ表现为利他偏好、不平等厌恶等影

响行为ꎮ Ｃｉａｌｄｉｎｉ 等(１９９０)区分了指令性和示范性规范:指令性规范指社会制度要求的行

为ꎬ示范性规范指多数人行动的方式ꎮ Ｔｙｌｅｒ(２００６)指出ꎬ指令性规范通过信号规范行为ꎬ
Ｇａｌｂｉａｔｉ 和 Ｖｅｒｔｏｖａ ( ２０１４ ) 实 验 验 证 了 此 效 应ꎮ 示 范 性 规 范 则 通 过 群 体 互 动 形 成

(Ｂｅｔｔｅｎｈａｕｓｅｎ ａｎｄ Ｍｕｒｎｉｇｈａｎꎬ１９８５)ꎮ 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等(２００１)将示范性规范用于解释 ＶＣＭ 中

的搭便车行为ꎮ 行业生态中的政府温和惩罚虽有指令性规范ꎬ但搭便车行为易破坏示范效

应ꎮ 结合政府监管与行业协会的奖惩激励ꎬ既增强威慑性ꎬ又能通过指令性规范支持示范性

规范ꎬ有效遏制搭便车行为ꎬ提升公共品投资ꎮ
４.假设的提出

人是经济理性与社会属性的综合体ꎬ对于本文实验过程、参数和信息结构设计ꎬ结果不

平等厌恶模型与社会人假设下的理论预测具有共同的研究指向ꎬ可以形成本文研究的基本

假设:
假设 １:ＢＴ 和 Ｆ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会随着期数增加而下降ꎬ而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均会随着期数增加而趋于稳定甚至上升ꎮ
假设 ２:Ｆ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与 ＢＴ 没有显著差异ꎬ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中 ６—

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则显著高于 ＢＴꎮ
假设 ３: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均显著高于 ＦＴ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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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行业协会自治制度设计问题ꎬ本文提出了两种制度安排:Ｆ＆ＩＰＴ(正式惩罚＋非正

式惩罚)和 Ｆ＆ＩＰＲＴ(正式惩罚＋非正式惩罚 /奖励)ꎮ 虽然惩罚有效遏制搭便车行为ꎬ但会产

生较高的社会成本ꎬ导致行业租金消散ꎬ而奖励则无此成本ꎮ 基于此ꎬ提出假设 ４ꎮ
假设 ４: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被试平均收益显著高于 Ｆ＆ＩＰＴꎮ
骆欣庆等(２０１９)发现ꎬ在拥有惩罚和奖励权的情境中ꎬ双重激励能提高雇员努力水平ꎮ

同样ꎬ本文假设相比仅有惩罚的 Ｆ＆ＩＰＴꎬＦ＆ＩＰＲＴ 的双重激励机制能更有效提升小组成员的

合作水平ꎬ形成假设 ５ꎮ
假设 ５: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显著高于 Ｆ＆ＩＰＴꎮ
上述假设 １、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主要回答本研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在政府监管基础上以

行业协会为主体实施的行业自律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 假设 ４、
假设 ５ 主要回答本研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为了提升行业协会实施行业自律在营造良好的

行业生态上的效果ꎬ应该如何对行业协会内部具体的制度安排进行设计?
(三)实验过程

本次实验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财务管理实验室开

展ꎬ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共计 １５５ 名本科生、硕士生参加了实验ꎬ其中男生 ５５ 名占到 ３５.５％、
女生 １００ 人占到 ６４.５％ꎬ此前均未参加过公共品博弈实验ꎮ ＢＴ 局和 ＦＴ 局分别进行了 ２ 个场

次ꎬ各自共计 ４０ 人ꎮ Ｆ＆ＩＰＴ 进行了 ４ 个场次ꎬ共计 ３５ 人ꎮ Ｆ＆ＩＰＲＴ 也进行了 ４ 个场次ꎬ共计

４０ 人ꎮ 实验基于 ｚ－ｔｒｅｅ 平台(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ꎬ ２００７)编程运行ꎬ采用被试间设计ꎬ单个被试只能

参加一个场次ꎬ平均报酬 ４０ 元ꎬ实验时长 ７０ 分钟ꎮ
每场实验随机将被试分为 ５ 人一组ꎬ采用伙伴匹配方式ꎬ在 ２０ 期内分组保持不变ꎮ 每

名被试获得固定编号ꎬ确保匿名性并避免道德压力ꎻ同时ꎬ分组和编号的稳定性允许声誉效

应发挥作用ꎮ
实验设置分为三个模块:首先ꎬ正式实验开始前ꎬ被试抽签分配到电脑终端ꎬ实验员宣读

并分发实验说明ꎬ随后进行控制问题测试ꎬ确保被试理解操作、信息结构和收益计算规则ꎬ之
后进行正式实验ꎮ 第二个模块是个人信息和价值观的问卷调查①ꎮ 最后ꎬ实验人员将被试

的实验收益兑换成人民币并支付给他们ꎮ

四、实验结果

(一)公共品的平均投资额

图 １ 显示了 ＢＴ、ＦＴ、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四个实验局在 １—２０ 期的公共品平均投资额ꎮ 在

１—５ 期ꎬ四个实验局的平均投资额均随期数增加而下降ꎬ且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表明差异不

显著(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３.２６８ꎬｐ＝ ０.３５２)ꎮ 第 ６ 期开始引入激励制度时ꎬＦＴ、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的

平均投资额相比第 ５ 期均有所上升ꎮ 由于制度尚未实际执行ꎬ第 ６ 期的上升反映了制度建

立的初步影响ꎬ且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比 ＦＴ 分别高出 ３６.１％和 ４６.４４％ꎬ显示正式与非正式制

度结合的威慑力更强ꎮ

４６
①包括性别、是否为经济学专业、信任水平以及实验中的决策准则和具体感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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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个实验局 １—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

在 ６—２０ 期内ꎬＢＴ 局的投资额继续大幅下降ꎬＦＴ 局的投资额也呈相同趋势ꎬ显示正式惩

罚未能阻止“期数效应”ꎮ Ｆ＆ＩＰＴ 局在第一个管理者任期(６—１０ 期)投资额先降后升ꎬ１１—
２０ 期则稳定在略高于 １０ 个财富ꎮ Ｆ＆ＩＰＲＴ 局在各管理者任期内波动ꎬ到第三任期稳定在略

低于 １０ 个财富ꎮ 总体而言ꎬ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局的投资额在 １０ 个财富上下波动ꎬ未出现

“期数效应”ꎬ显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结合能稳定合作ꎮ ｔ 检验结果也表明ꎬ第 ２０ 期时 ＢＴ 和

ＦＴ 局的投资额显著下降ꎬ而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局无显著变化①ꎮ 由以上对四个局 ６—２０ 期

公共品平均投资额随期数变化的分析验证了假设 １ꎬ即 ＢＴ 和 Ｆ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

资额会随着期数增加而下降ꎬ而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均会随着

期数增加而趋于稳定甚至上升ꎮ
在 ６—２０ 期内ꎬＢＴ 和 ＦＴ 局的被试平均投资了全部禀赋的 ２０.５５％和 ２３.３％ꎬ而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局则分别为 ４９.５％和 ４９.５５％ꎮ 表 ２ 显示了对各局平均投资额进行的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和 ｔ 检验结果:首先ꎬ相比 ＢＴꎬＦＴ 局无显著差异ꎬ而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局

与 ＢＴ 存在显著差异ꎬ且其投资均值显著高于 ＢＴꎮ 由以上对四个局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

资额的检验验证了假设 ２ꎬ即相比 ＢＴꎬＦＴ 中 ６—２０ 期的公共品平均投资额与 ＢＴ 没有显著差

异ꎬ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中的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则显著高于 ＢＴꎮ
结论 １:相比没有激励机制(ＢＴ)ꎬ正式惩罚制度无法显著提高公共品的合作水平ꎬ而正

式惩罚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结合(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能够显著地提高公共品的合作水平ꎮ
其次ꎬ分别对 ＦＴ 和 Ｆ＆ＩＰＴ、ＦＴ 和 Ｆ＆ＩＰＲＴ 进行检验ꎬ我们发现 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 的平均投

资额与 ＦＴ 相比存在显著差异ꎬ且 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 的均值均显著大于 ＦＴꎮ
最后ꎬ对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进行检验ꎬ我们发现 Ｆ＆ＩＰＴ 的平均投资额与 Ｆ＆ＩＰＲＴ 相比不

存在显著差异ꎮ
由以上分析验证了假设 ３ꎬ即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均显著高

于 ＦＴꎻ假设 ５ 则未得到支持ꎬ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并未显著高于 Ｆ＆ＩＰＴꎮ

５６

①对四个实验局第 ６ 期和第 ２０ 期的平均投资额进行 ｔ 检验支持以上结论:ＢＴ( ｔ＝ ３.００９ꎬｐ＝ ０.００９)、
ＦＴ( ｔ＝ ４.１０６ꎬ ｐ＝ ０.００１)、Ｆ＆ＩＰＴ( ｔ＝ －０.７２０ꎬ ｐ＝ ０.４８５)、Ｆ＆ＩＰＲＴ( ｔ＝ －０.３８９ꎬ ｐ＝ ０.７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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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２:相比正式惩罚制度(ＦＴ)ꎬ正式惩罚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能够

显著地提高公共品的合作水平ꎮ 在正式惩罚与非正式制度的两种结合的比较中ꎬ正式惩罚＋
非正式惩罚 / 奖励制度与正式惩罚＋非正式惩罚制度并没有显著差异ꎮ

　 　 表 ２ 　 　 四个实验局中 ６—２０ 期公共品平均投资额的分布检验和均值检验
实验局 ＢＴ ＦＴ Ｆ＆ＩＰＴ

ＦＴ ｚ＝ ０.６８３ꎬ ｐ＝ ０.４９４
ｔ＝ ０.５５０ꎬ ｐ＝ ０.５９０

Ｆ＆ＩＰＴ ｚ＝ ３.１２５ꎬ ｐ＝ ０.００１(∗∗∗)
ｔ＝ ５.１５５ꎬ ｐ＝ ０.０００(∗∗∗)

ｚ＝ ３.００９ꎬ ｐ＝ ０.００２(∗∗∗)
ｔ＝ ５.１０８ꎬ ｐ＝ ０.０００(∗∗∗)

Ｆ＆ＩＰＲＴ ｚ＝ ３.３６１ꎬ ｐ＝ ０.０００(∗∗∗)
ｔ＝ ６.８１０ꎬ ｐ＝ ０.０００(∗∗∗)

ｚ＝ ３.３６１ꎬ ｐ＝ ０.０００(∗∗∗)
ｔ＝ ７.１１７ꎬ ｐ＝ ０.０００(∗∗∗)

ｚ＝ ０.２３１ꎬ ｐ＝ ０.８１７
ｔ＝ ０.００７ꎬ ｐ＝ ０.９７４

　 　 注:∗∗∗表示该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ꎻ其中报告的 ｚ、ｐ 值为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结果ꎻｔ、ｐ
值则为 ｔ 检验结果ꎻ检验均为竖列 ＶＳ 横行ꎮ

结论 １ 和结论 ２ 可通过各实验局的公共品投资区间分布验证ꎮ 图 ２ 显示了投资分布情

况:在 ＢＴ 和 ＦＴ 局中ꎬ大部分投资集中在[０ꎬ５)和[５ꎬ１０)区间内ꎬ分别占 ５９.７％和 ４９％ꎬ而投

资为 ０ 的占比分别为 ２５％和 ２２％ꎮ 尽管 ＦＴ 局提升了投资额ꎬ但未显著改变达到最低 １０ 个

财富投资的比例ꎬ政策效果有限ꎮ 相比之下ꎬ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局的投资额主要集中在[１０ꎬ
１５)区间ꎬ分别占 ６０.４％和 ６３.３％ꎬ达到最低 １０ 个财富的比例则分别为 ６７.６％和 ６９.８％ꎮ 这

表明正式惩罚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显著提升了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及合规比例ꎮ 而在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两种制度下ꎬ投资行为无显著差异ꎮ

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的验证支持了李新春和陈斌(２０１３)的发现ꎬ即在缺乏政府监管或监管

力度不足时ꎬ行业内容易形成“群体性败德行为”ꎬ导致行业租金消散ꎮ 实验显示ꎬ在 ＢＴ 和

ＦＴ 中ꎬ６—２０ 期小组成员对公共品的投资和收益逐渐降低ꎮ
同时ꎬ假设 １、２ 和 ３ 的验证也支持了李新春和陈斌(２０１３)、李想和石磊(２０１４)的观点ꎬ

即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治理是弥补改善行业生态的有效途径ꎮ 实验中ꎬ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在

６—２０ 期中的投资显著高于 ＢＴ 和 ＦＴꎬ投资额随时间上升并趋于稳定ꎬ小组成员收益也增加ꎬ
表明行业自律有助于提升行业租金ꎮ

图 ２　 四个实验局中 ６—２０ 期被试的个体公共品平均投资额在每个投资区间的占比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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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制度局中惩罚 /奖励额的分配及效果

以上报告了各个实验局被试向公共品投资行为的结果ꎬ以下将进一步分析不同制度

局中惩罚 /奖励的执行过程和被试后续行为反应的微观过程ꎬ以期说明制度作用发挥的具

体机理(见图 ３—图 ７)ꎮ
１.ＦＴ 实验局

在 ＦＴ 的 ６—２０ 期中ꎬ引入了以 １ / １０ 概率进行的正式惩罚制度ꎬ仅当投资额低于 １０ 个

财富的最低要求时才实施惩罚ꎮ 图 ３ 显示了被惩罚者偏离组内平均投资额的程度与平均财

富损失的关系ꎮ 负向偏离组内平均投资额越大ꎬ惩罚和损失也越大ꎮ 然而ꎬ由于惩罚是随机

的ꎬ部分偏离值在[－１０ꎬ －６]的决策未受到惩罚ꎮ

注:条形上方的数字表示每个偏离区间的决策次数ꎮ

图 ３　 ＦＴ 中 ６—２０ 期被惩罚者偏离组内其他 ４ 人平均投资额与惩罚造成的平均财富损失

图 ４(ａ)展示了 ＦＴ 中 ６—２０ 期中 ｔ 期遭受损失程度与 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变化的关

系ꎮ 可以看到ꎬ在 ｔ 期投资额小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情况下ꎬ当 ｔ 期遭受了损失时ꎬｔ＋１ 期相

比 ｔ 期投资额的调整额大于 ０ 但调整幅度很小ꎻ遭受损失越大ꎬ反而投资额向上调整的幅度

越小ꎮ 在 ｔ 期投资额大于等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情况下ꎬ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的调整额小

于 ０ꎬ且几乎与是否 ｔ 期遭受了损失以及损失额大小无关ꎮ 以上分析表明正式惩罚制度没有

对被试的后续公共品投资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ꎮ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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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代表的是在 ｔ 期(期数为 ６ 到 ２０ 期)被试在遭受损失或接受奖励后的投资额变化ꎮ 拟合线则通

过最小二乘法将这些点的整体趋势表现出来ꎮ 拟合线的斜率反映了 ｔ 期遭受损失 / 接受奖励与 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变化之间的关系ꎮ

图 ４　 ＦＴ、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中 ６—２０期中 ｔ 期遭受损失 /接受奖励与 ｔ＋１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变化

２.Ｆ＆ＩＰＴ 实验局

相比 ＦＴꎬＦ＆ＩＰＴ 在 ６—２０ 期加入了非正式惩罚制度ꎬ显著增强了惩罚力度ꎮ 图 ５ 显示ꎬ
非正式惩罚主要针对低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决策ꎬ因此惩罚更有效ꎮ 在正式与非正式惩罚

结合下ꎬ偏离组内平均投资额越多ꎬ受到的惩罚也越严厉ꎬ从而向低投资者传递了提升投资

的信号ꎮ

说明:条形上方的数字表示每个偏离区间的决策次数ꎮ

图 ５　 Ｆ＆ＩＰＴ中 ６—２０期被惩罚者偏离组内其他 ４人平均投资额与惩罚造成的平均财富损失

图 ４(ｂ)展示了 Ｆ＆ＩＰＴ 中 ６—２０ 期中 ｔ 期遭受损失程度与 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变化的

关系ꎮ 可以看到ꎬ在 ｔ 期投资额小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情况下ꎬ随着 ｔ 期被试遭受来自正式

惩罚和非正式惩罚制度造成的损失的增加ꎬ被试 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大幅度向上调整ꎬ这
表明搭便车行为在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结合的制度下受到了有效遏制ꎮ 在 ｔ 期投资额大

于等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情况下ꎬ在没有受到惩罚时ꎬ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的调整额小于

０ꎮ 随着 ｔ 期被试遭受来自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制度造成的损失的增加ꎬ被试向下调整的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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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得到了缓解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结合的制度对被试的后续公共品

投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ꎮ
３.Ｆ＆ＩＰＲＴ 实验局

在 ６—２０ 期ꎬＦ＆ＩＰＲＴ 不仅包含非正式惩罚ꎬ还引入了非正式奖励ꎬ允许管理者惩罚或奖

励投资决策ꎮ 图 ６ 显示ꎬＦ＆ＩＰＲＴ 的非正式惩罚严厉打击了低于小组平均投资的行为ꎬ同时

对高于平均投资(２ꎬ６]和(６ꎬ１０]的决策也进行了较多惩罚ꎮ 这种对高合作者的反社会惩罚

消耗了 ２１.９％的惩罚资源ꎬ降低了合作积极性ꎬ而这些资源本可用于打击搭便车行为ꎮ

注:条形上方的数字表示每个偏离区间的决策次数ꎮ
图 ６　 Ｆ＆ＩＰＲＴ中 ６—２０期被惩罚者偏离组内其他 ４人

平均投资额与奖惩造成的平均财富损失 /收益

Ｆ＆ＩＰＲＴ 中的奖励分布在高于和低于平均投资的决策上ꎬ３９％用于低投资者ꎬ６１％奖励

高投资者ꎬ但(６ꎬ１０]区间的高投资者获得奖励最少ꎮ 在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罚 /奖励结合

下ꎬ低于平均投资的决策受到了严厉惩罚ꎬ提升了公共品投资ꎬ但仍有 １ / ５ 的资源用于反社

会惩罚ꎬ且 ２ / ５ 的奖励资源分配给了较低投资者ꎮ
图 ４(ｃ)展示了 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中 ｔ 期遭受损失程度与 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变化

的关系ꎮ 可以看到ꎬ在 ｔ 期投资额小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情况下ꎬ随着 ｔ 期被试遭受来自正

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制度造成的损失的增加ꎬ被试 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大幅度向上调整ꎬ
这表明搭便车行为在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 /奖励结合的制度的惩罚激励下受到了有效遏

制ꎮ 在 ｔ 期投资额大于等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情况下ꎬ在没有受到惩罚时ꎬ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

资额的调整额小于 ０ꎮ 随着 ｔ 期被试遭受来自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制度造成的损失的增

加ꎬ被试向下调整的趋势得到了缓解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 /奖励结合的

制度下ꎬ惩罚激励对被试的后续公共品投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ꎮ
图 ４(ｄ)展示了 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中 ｔ 期接受的奖励收益与 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变

化的关系ꎮ 可以看到ꎬ在 ｔ 期投资额小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情况下ꎬ在 ｔ 期接受的奖励额为 ０
时ꎬ被试的跨期调整为正ꎬ这主要得益于惩罚激励的作用ꎮ 随着 ｔ 期被试接受的奖励收益增

加ꎬ被试 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反而向下调整ꎬ这表明奖励激励并没有遏制搭便车行为ꎮ 在 ｔ
期投资额大于等于小组平均投资额的情况下ꎬ在没有受到惩罚时ꎬｔ＋１ 期相比 ｔ 期投资额的

调整额小于 ０ꎮ 随着 ｔ 期被试接受的奖励收益的增加ꎬ被试向下调整的趋势反而更加剧烈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 /奖励结合的制度下的奖励激励并没有对被试的后续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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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投资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ꎮ
总结而言ꎬ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 /奖励结合的制度下ꎬ来自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的

惩罚激励对被试的跨期投资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ꎬ但是来自非正式奖励的奖励激励的效果

却并未能阻止被试投资额的下降ꎬ惩罚激励较之奖励激励更加有效ꎮ
４.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中的非正式惩罚

图 ７ 展示了 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 两个实验局中 ６—２０ 期中分配给不同投资额个体的非正式

惩罚点数ꎬ由图可知两个实验局中个体的投资额越低ꎬ被管理者分配的非正式惩罚点数就越

多ꎬ遭受的惩罚就越重ꎮ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和 ｔ 检验①的结果表明ꎬ投资额在 １０
个财富及以上的个体被管理者分配的惩罚点数显著小于投资额在 １０ 个财富以下的个体ꎮ
这一结果表明行为是否符合正式惩罚制度的规范是管理者进行惩罚决策的一个参照点ꎮ
Ｔｙｌｅｒ(２００６)认为ꎬ法律不仅通过执行结构ꎬ而且通过发送对人的信号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

为ꎮ 按照这一观点可以推断ꎬ正式惩罚通过正式地说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ꎬ为非正式惩罚提

供了行为规范ꎮ

注:点代表的是在 ６—２０ 期中不同投资额的被试所遭受的非正式惩罚点数ꎬ拟合线则通过最小二乘法将

这些点的整体趋势表现出来ꎮ 拟合线的走向(上升或下降)揭示了投资额与非正式惩罚点数之间的关系ꎮ
图 ７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中 ６—２０ 期中分配给不同投资额个体的非正式惩罚点数

综合以上实验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实验结论 ３ꎮ
结论 ３:正式惩罚通过正式地说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ꎬ为非正式惩罚提供了行为规范ꎮ

ＦＴ 局中正式惩罚的执行没有对被激励者后续公共品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ꎬ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局在 ＦＴ 局正式惩罚制度的基础上加入的非正式制度一方面在正式惩罚基础上加强

了对搭便车行为的惩罚力度和指向性ꎬ另一方面增加了对向公共品投资行为的奖励ꎮ 正式

与非正式惩罚激励的共同执行与被激励者后续公共品投资额的增加之间产生了正向关联ꎬ
非正式奖励激励的执行并未能阻止被试投资额的下降ꎮ

(三)收益水平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 ４ꎬ进一步比较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两个实验局收益ꎮ

０７

①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Ｆ＆ＩＰＴ( ｚ ＝ ４.１２４ꎬ ｐ ＝ ０.０００)ꎬＦ＆ＩＰＲＴ( ｚ ＝ ２.２４６ꎬ ｐ ＝ ０.０２４)ꎻｔ 检验:
Ｆ＆ＩＰＴ( ｔ＝ ３.２３９ꎬ ｐ＝ ０.００１)ꎬＦ＆ＩＰＲＴ( ｔ＝ ２.４０８ꎬ ｐ＝ ０.００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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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展示了 ＢＴ、ＦＴ、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 四个实验局 １—２０ 期个体的平均收益额ꎮ 在 １—５
期ꎬＢＴ、ＦＴ、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 四个局的公共品平均收益额均随着期数的增加而下降ꎬ且通过对

四个局 １—５ 期平均收益额进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可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
１.０５７ꎬ ｐ＝ ０.７８７４)ꎮ

图 ８　 四个实验局各个时期平均收益

在第 ６—２０ 期ꎬ向公共品的投资额和奖励、惩罚的使用上的差异ꎬ造成了收益的差异ꎮ
不同实验局的收益随时期变化模式是不同的ꎮ 在 ６—２０ 期ꎬＦＴ 局的个体平均收益额上下波

动ꎬＦ＆ＩＰＲＴ 局则在 ６—１５ 期波动上升到 ３０ 个财富但到第 １６ 期剧烈下降ꎬ之后保持稳定ꎮ
Ｆ＆ＩＰＴ 局则呈现在 ６—１０ 期(第一个管理任期)先大幅下降后ꎬ在 １１—１５ 期(第二个管理任

期)波动上升ꎬ直至在 １６—２０ 期(第三个管理任期)趋于稳定的走势ꎮ
表 ３ 报告了四个实验局中 ６—２０ 期收益额的分布检验和均值检验结果ꎮ 对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两个实验局①第 ６—２０ 期被试平均收益额进行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ꎬ可以

发现 Ｆ＆ＩＰＴ 的平均收益额与 Ｆ＆ＩＰＲＴ 相比在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异ꎬ但 Ｆ＆ＩＰＴ 的均值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小于 Ｆ＆ＩＰＲＴꎮ 假设 ４ 得到验证ꎮ

　 　 表 ３ 　 　 四个实验局中 ６—２０ 期收益额的分布检验和均值检验
实验局 ＢＴ ＦＴ Ｆ＆ＩＰＴ

ＦＴ ｚ＝ －１.６３９ꎬ ｐ＝ ０.１０１
ｔ＝ －１.６９９ꎬ ｐ＝ ０.１００

Ｆ＆ＩＰＴ ｚ＝ －２.８４１ꎬ ｐ＝ ０.００４(∗∗∗)
ｔ＝ －２.８７８ꎬ ｐ＝ ０.００７(∗∗∗)

ｚ＝ －１.６８０ꎬ ｐ＝ ０.０９３(∗)
ｔ＝ －１.８６２ꎬ ｐ＝ ０.０７３(∗)

Ｆ＆ＩＰＲＴ ｚ＝ －１.４７３ꎬ ｐ＝ ０.１４０
ｔ＝ －０.８８０ꎬ ｐ＝ ０.３８６

ｚ＝ －０.６６４ꎬ ｐ＝ ０.５０６
ｔ＝ ０.０９２ꎬ ｐ＝ ０.９２７

ｚ＝ ０.６８４ꎬ ｐ＝ ０.４９３
ｔ＝ １.５５５ꎬ ｐ＝ ０.０６５(∗)

　 　 注:∗、∗∗∗分别表示该系数在 １０％、１％的水平上显著ꎻ其中报告的 ｚ、ｐ 值为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
验结果ꎻｔ、ｐ 值则为 ｔ 检验结果ꎻ检验均为竖列 ＶＳ 横行ꎮ

表 ４ 进一步展示了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实验局被试 ６—２０ 期的收益组成ꎬ分别是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两个实验局 ６—２０ 期平均收益、平均正式惩罚制度成本和平均非正式制度成本ꎬ

１７

①之所以不再对四个实验局的被试收益进行差异检验ꎬ是因为只有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两个实验局社会
成本分散的设置相同(即通过小组 ５ 个被试分散社会惩罚成本)ꎬ它们之间具有可比较性ꎮ 相反ꎬＢＴ 和 ＦＴ
两个实验局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这种社会成本分散ꎬ因此无法比较ꎮ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与 ＢＴ 和 ＦＴ 实验局
的比较主要针对被试的公共品投资额ꎬ即分析激励制度对搭便车行为的遏制是否具有有效性和差异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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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三者绝对值相加的各个实验局总收益ꎬ即 ６—２０ 期每期第一阶段的平均收益①ꎬ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总收益恰好相等ꎮ Ｆ＆ＩＰＴ 局各期被试平均收益较 Ｆ＆ＩＰＲＴ 被试平均收益低

了８.８％ꎬ结合基于被试平均收益的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结果ꎬ可以证实假设 ４ꎮ 进一

步观察可以发现ꎬ导致两个实验局第 ６—２０ 期平均收益不同主要来自非正式制度成本ꎬ这一发

现支持了非正式奖励制度在降低惩罚成本方面的潜在优势ꎬ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实验结论 ４ꎮ
结论 ４:与 Ｆ＆ＩＰＴ 比较ꎬ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罚 / 奖励相结合的制度设计同样可以保证

制度激励的有效性ꎬ且非正式奖励制度的可选择可以减少部分惩罚措施所带来的社会成本ꎬ
从而提升社会收益ꎮ

　 　 表 ４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两个实验局被试 ６—２０ 期的收益组成
实验局 Ｆ＆ＩＰＴ Ｆ＆ＩＰＲＴ

总收益 ２９.９１ ２９.９１
正式惩罚制度成本 －１.１６ －１.１５
非正式制度成本 －７.３０ －５.４３
平均收益 ２１.４５ ２３.３３

(四)不同实验局平均投资额与平均收益之间的关系

本文探讨不同激励制度对个体合作水平的提升作用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走出个体利益

和集体利益冲突的困局进而破解社会困境ꎮ 而破解社会困境的标志就是激励相容ꎬ即实现

个体的公共品投资水平越高ꎬ其收益也就越高ꎮ 为此ꎬ本文计算了不同局各个被试在 ６—２０
期对公共品的平均投资额和平均收益ꎬ以此考察不同制度下投资额与收益的关系ꎮ

注:点代表的是在不同实验局中ꎬ被试的平均收益ꎬ拟合线则通过最小二乘法将这些点的整体趋势表

现出来ꎮ 拟合线的斜率反映了平均投资额与平均收益之间的关系ꎮ
图 ９　 不同实验局的被试投资额与收益的相关图

２７

①正式制度成本:建立成本＋惩罚所减少的收益ꎮ 非正式制度成本包括非正式惩罚制度成本与非正式

奖励 / 惩罚制度成本ꎮ 非正式惩罚制度成本:惩罚成本＋惩罚所减少的收益ꎻ非正式奖励 / 惩罚制度成本:惩
罚 / 奖励成本＋(惩罚所减少的收益－奖励所增加的收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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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９ 所示ꎬ在 ＢＴ 和 ＦＴ 中被试 ６—２０ 期的平均投资额与平均收益之间不存在相关性ꎬ
而在 Ｆ＆ＩＰＴ、Ｆ＆ＩＰＲＴ 中被试 ６—２０ 期的平均投资额与平均收益之间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①ꎬ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实验结论 ５ꎮ
结论 ５:正式惩罚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下ꎬ个体的合作行为不仅实现了个体

利益最大化ꎬ同时也实现了集体利益最大化ꎬ此时合作才是个体的占优选择ꎮ 因此ꎬ该制度

实现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ꎬ有助于缓解社会困境ꎮ
(五)本文实验结果对现实的“外溢性”解释

行业生态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典型公共品属性ꎬ使得本文实验结论与基于行业协

会的行业治理形成了较为贴切的映射关系ꎮ 高质量发展依赖企业遏制低质量生产的冲动ꎬ
良好行业生态和高质量生产相互促进:一方面ꎬ良好的行业生态遏制低质量生产并避免群体

败德行为ꎻ另一方面ꎬ高质量生产又能创造更好的行业生态ꎬ提升行业租金ꎮ 本文实验结果

也部分回答了如何促使企业积极参与行业生态的改善ꎬ而非选择搭便车ꎮ
实验结论 １ 表明ꎬ仅靠政府管理难以实现良好的行业生态ꎮ 这可归因于政府信息收集

困难和执法成本高ꎮ 实验结论 ３ 和 ５ 解释了行业协会治理效果ꎮ 结论 ３ 指出ꎬ正式惩罚单

独执行难以改变个体行为ꎬ但与非正式惩罚结合后显著影响后续行为ꎬ解释了行业协会惩罚

带来的企业行为变化ꎻ结论 ５ 显示ꎬ正式惩罚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制度使得个体公共品投

资与收益正相关ꎮ 这解释了在没有行业协会时企业普遍搭便车ꎬ而行业协会介入后社会困

境得以解决ꎬ企业和行业利益趋于一致ꎬ实现了高质量生产ꎮ
实验结论 ２、３、４ 对比了 Ｆ＆ＩＰＴ 和 Ｆ＆ＩＰＲＴ 在遏制搭便车、影响个体行为和提升社会效

率方面的效果ꎮ 结论 ２ 和 ３ 显示ꎬ两者在提高公共品合作水平上无显著差异ꎻ结论 ４ 表明ꎬ
Ｆ＆ＩＰＲＴ 不仅有效遏制低质量生产行为ꎬ还通过奖励减少了惩罚带来的社会成本ꎬ提升了社

会收益ꎮ 因此ꎬ应进一步提升行业协会的公信力ꎬ以发挥声誉效应ꎬ增加企业的合作机会ꎬ提
高行业收益ꎮ

综上ꎬ本文建议在政府监管基础上引入行业协会的自律机制ꎬ以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ꎮ
在制度设计中ꎬ应通过选举产生管理者ꎬ并通过政府和宣传推动等方式提升公信力ꎬ结合奖

励与惩罚机制ꎬ弥补单一惩罚机制的不足ꎮ

五、结论

本文借助实验室的方法在公共品实验中同时引入正式惩罚制度和非正式制度ꎬ以此模

拟现实中通过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共同对企业搭便车行为的规制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行业

协会具有将宏观发展目标落实为企业微观主体行为的功能ꎬ能够成为平衡管理与服务的重

要市场机制ꎮ 因此ꎬ应当鼓励行业协会更多参与市场治理ꎬ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生产ꎬ具体

研究结论如下:

３７

①ＢＴ: ｒ＝ －０.０１９ꎬ ｐ＝ ０.９０６ꎻＦＴ:ｒ＝ ０.１４７ꎬ ｐ＝ ０.３６４ꎻ Ｆ＆ＩＰＴ: ｒ＝ ０.７４５ꎬ ｐ＝ ０.０００ꎻＦ＆ＩＰＲＴ: ｒ＝ ０.４９２ꎬ ｐ＝
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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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正式惩罚制度难以显著提升企业对“行业生态”这一公共品的投资ꎬ且无法避免

“期数效应”导致的合作破裂ꎮ 低概率和低强度的温和惩罚不足以及时发现和遏制搭便车行

为ꎬ导致其持续存在ꎮ 在这种监管环境下ꎬ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ꎬ可能会普遍使用劣质原

料ꎬ破坏行业生态ꎬ从而引发租金消散并给整个行业带来严重损失ꎮ
二是相比第三方正式惩罚制度ꎬ结合了政府正式惩罚与行业协会非正式制度(如正式＋

非正式惩罚 /奖励制度)的机制ꎬ显著提高了对“行业生态”公共品的投资ꎬ推动企业高质量

生产ꎮ 这表明ꎬ当政府监管不足以营造良好行业生态时ꎬ行业协会的自治可有效补充ꎮ 一方

面ꎬ企业间的信息优势使得搭便车行为更易被监控ꎻ另一方面ꎬ作为租金受益者的行业监管

者有更大动力执行制度ꎮ 此外ꎬ正式监管与行业自治的结合增强了指令性与示范性规范ꎬ形
成更有力的多重治理威慑ꎮ

三是相比正式＋非正式惩罚制度ꎬ正式＋非正式惩罚 /奖励制度不仅有效遏制搭便车行

为ꎬ还显著提升了平均收益ꎮ 尽管投资额保持不变ꎬ奖励机制增强了威慑力ꎬ未削弱惩罚效

果ꎮ 此外ꎬ奖励制度带来的声誉效应增加了企业的合作机会ꎬ提升了行业收益ꎮ 鉴于惩罚机

制可能导致租金消散和社会损失ꎬ行业协会在设计制度时可在惩罚基础上增加奖励ꎬ以提高

整体行业收益ꎮ
本文结果为初步实验结论ꎬ但现实问题更为复杂ꎮ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面改进:首先ꎬ

考虑企业异质性ꎮ 本文假设企业禀赋和声誉收益均等ꎬ但现实中大企业与小企业在资源和

收益上差异明显ꎬ因此未来可引入不均等的禀赋和收益设置ꎮ 其次ꎬ行业协会中大企业可能

把持协会ꎬ导致管理者搭便车或滥用权力ꎬ未来应探讨监管机制对管理者权力的制约ꎮ 最

后ꎬ学生样本有其局限ꎬ无法完全反映实际行业情境ꎮ 虽然学生样本在实验设计中具有一定

的可控性ꎬ但学生群体缺乏成年人在工作和社会中的经验ꎬ因此本文结论的普适性和可重复

性在现实行业条件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ꎮ 未来研究应采用行业从业者样本ꎬ以更准确地

揭示行业协会对企业合作与高质量生产的影响ꎮ
本文仅从推进高质量生产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行业协会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ꎬ以下

行业协会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重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一ꎬ在新型国家治理模式下我

们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行业协会的基本属性ꎻ其二ꎬ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ꎬ如何应用行业

协会为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正当权益ꎻ其三ꎬ加强对企业和行业理论的关注ꎬ实现市

场经济中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完美的结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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